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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流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系统作为流域水文连通性与生态过程交互的核心载体，其多要素协同演化规律与

驱动机制尚待深入揭示。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水域类型，难以系统解析复合系统内部组分的动态关联及多因子耦合效应。基于

多源遥感影像生成的专题数据产品，本文综合运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阐明了 1980s 以来长江中下游复

合水域景观格局时空分异特征，并定量识别了自然与人为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复合水域景观总

面积呈增加趋势，但内部结构分异显著；河渠、水库坑塘及滩地面积扩张，而湖泊、滩涂与沼泽湿地持续萎缩，凸显了人类活

动对水域结构的深度改造。（2）复合水域景观组分间动态转换特征明显，前者表现为净转入，后者呈净转出，揭示了水域景观

要素间的复杂权衡关系。（3）整体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与复杂化，表现为斑块数量（NP）、斑块密度（PD）、边界密度（ED）、

景观形状指数（LSI）、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及均匀度指数（SHEI）持续上升，聚集度指数（AI）则呈下降趋势；不同类

型水域景观指数响应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其演化路径的分异。（4）复合水域景观演变受自然基础与人为扰动的交互驱动，其

中气温与降水奠定了其区域格局，而人口密度变化率对湖泊萎缩、沼泽退化等过程影响尤为显著。本研究揭示了长江中下游复

合水域系统的结构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可为流域水资源统筹管理、生态修复与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时空变化；驱动因素；长江中下游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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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osite water system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erves as a 

key medium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ydrological connectivity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at the watershed scale. However,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its multiple water components and the underlying driving mechanism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ndividual water body types, limiting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s and combined effects 

of multiple drivers in this composite system. Using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thematic datasets, this study integrated landscape pattern 

analysis and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to examine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mposite water landscape. It also 

quantitatively distinguished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driver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total 

area of the composite water landscape increased over the study period, accompanied by notable structural changes. Rivers,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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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 reservoirs, ponds, and shoals expanded continuously, while natural lakes, tidal flats, and marsh wetlands decreased steadily, 

indicating that human activities have dominated the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regional water system. (2) Frequent landscape 

conversions occurred among different water components. Opposite net area changes were observed for various water landscape types, 

reflecting complex trade-off relationships among aquatic landscape elements. (3) The overall water landscape pattern became more 

fragmented and irregular. Patch number (NP), patch density (PD), edge density (ED), landscape shape index (LSI),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SHDI), and Shannon’s evenness index (SHEI) all increased, whereas the aggregation index (AI) decreased gradually. Different 

water body types exhibited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in landscape metrics, confirming distinct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among water 

patches. (4) Both natural background conditions and human disturbances jointly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posite water landscape. 

Regional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determined the basic spatial pattern of water landscapes, whil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the 

dominant factor driving key degradation processes such as lake area shrinkage and marsh wetland los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Yangtze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osite water system,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support for integrated watersh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quatic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optimization in the 

basin. 

Keywords: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osite water landscap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driving forces;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景观作为地球表层系统的核心构成单元，是地貌、水文、生物、气候与人类活动多要素交互作用的产

物，集中体现了复杂的人地关系[1]。其中，水体不仅是塑造地表形态的关键外营力，更是联结地球表层各

圈层的重要纽带与维持生命系统的基础介质[2-3]。以水体为核心，耦合滨岸空间、生物群落与人类活动而形

成的水域景观，构成了水陆交错带这一典型过渡性地理单元[4]。因其独特的流动性、连通性与生态敏感性，

水域景观在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上显著区别于一般景观类型，已成为地球表层科学及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

样带[5-6]。 

在大江大河下游冲积平原，自然河道、湖泊、人工坑塘、水库及湿地等多类型水体呈高密度分布且彼

此连通，形成结构复杂的河‑湖‑库‑塘复合水域系统。该系统涵盖从流水到静水的连续生态梯度，通过水文

过程与生态过程的耦合，维系着区域洪水调蓄、水资源配置与生物栖息地维护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然而，在快速城市化、气候变化与高强度人类活动叠加影响下，围湖造田、湿地侵占与水体污染等行为导

致水域景观破碎化、面积萎缩及功能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7]，亟需从系统视角深入解析复合水域景观的演

变机理。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进步，多源遥感影像已成为监测河渠[8]、湖泊[9-10]、水库坑塘[11]、滩涂[12]、

湿地[13-15]等水体景观长期动态的核心技术手段。现有研究虽已认识到水域资源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

用[16-17]，但研究对象多聚焦于单一水体类型（如湖泊或湿地），缺乏对“河‑湖‑库‑塘”复合水域系统整体

演变规律的系统性探讨，尤其未能揭示不同类型水体之间因水文连通性与生态过程耦合所形成的网络化结

构特征。其次，驱动机制分析多侧重于单一因素的评估，例如湖泊围垦对湖泊萎缩的影响[18]、气温降水对

湖泊水色的作用[19]、土地利用强度对湿地演变的驱动[16]，而对多维度驱动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及其耦合机制

的系统性解析仍显薄弱。此外，虽有研究从景观生态学视角探讨了复合水域系统的动态演变及其生态效应，

涉及景观生态安全[20-21]、河湖连通性[22]及蓝绿网络结构[23]等方面，但其尺度多集中于中小区域[24-25]，针对

跨省域大尺度复合水域景观格局的综合研究仍显不足。因此，当前在复合水域系统整体性演变规律、多要

素耦合驱动机制及大尺度空间格局等方面，尚有待系统性地深入探究。 

长江中下游流域作为我国浅水湖泊分布最集中、水域系统最典型的区域，其以长江干流为骨架、洞庭

湖与鄱阳湖等大型湖泊为主体、水库湿地及坑塘为补充的复合水域系统，生态敏感性与人地矛盾均十分突

出，是开展上述研究的理想案例区。鉴于此，本文基于 1980-2020 年 8 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景观格局分

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解析长江中下游流域河‑湖‑库‑塘复合水域系统的景观格局动态及其自然与人

为耦合驱动机制，以期为复合水域系统大尺度综合研究及区域生态修复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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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区 

长江中下游流域指湖北宜昌以东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所覆盖的广大区域（图 1），地跨陕西、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总面积约 80.2 万 km²，约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

44.4%。依据水系分布格局与区域地理特征，该流域可划分为汉江、洞庭湖、长江干流、鄱阳湖及太湖五

大主要子流域。流域属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丰沛，水文过程受季风降水和上游来水双重

调控，季节性波动特征显著。流域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孕育了中华鲟、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湿

地植被、水生生物与水陆交错带群落交织共生，构成独具特色的复合水域生态系统。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 GS(2019)1822 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 1 长江中下游流域概况（a）海拔高度图；（b）流域范围图 

Fig.1 Overview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1.2 数据及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土地利用数据源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提供的 1980-

2020 年共 8 期土地利用遥感解译数据集。该数据集以 Landsat 系列卫星影像为主要信息源，采用人工目视

解译方法构建，空间分辨率为 30 m，分类体系涵盖 6 个一级类型和 25 个二级类型。为聚焦研究目标，本

文重点提取其中水域类型（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涂与滩地）及未利用地中的沼泽地作为分析对象。

数据在生产过程中，针对中国南北方的物候差异，北方区域优先选用秋季影像、南方区域优先选用春季影

像，以最大程度降低季节波动对地类判读的干扰。数据质量通过全国范围内 10%县数的野外实地抽样验证

与跨时段一致性校准进行控制，总体解译精度达 90%以上[26-27]。经过 30 年持续更新与多轮精度优化，该

数据集的时空完整性与一致性已在多尺度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得到广泛验证[27]，能为本研究提供可靠的

数据支撑。 

本研究涉及的气象数据（包括降水量与气温）源自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蒸散量数据

获取自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http://data.tpdc.ac.cn）。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由地理空间数据

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提供。社会经济数据（人口密度与国内生产总值）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为保障空间分析的一致性，所有数据均以 2009 年长江中下游流域边界为基准进行统

一配准，该边界矢量数据由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s://ngcc.cn）提供；行政区划边界数据则基于全国

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获取。 

2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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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类型划分 

为系统探究水域景观的时空动态特征，本研究依据 GB/T21010-201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湿地的

划分标准，结合区域湿地分布实际与研究目标，选取土地利用数据中以天然水体与人工水面为主的水域景

观类型，以及未利用地类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涵盖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涂与滩地等水域二级类型，

以及沼泽地等未利用地二级类型。 

2.2 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面积动态变化与水面率 

基于 1980—2020 年间多期土地利用数据，提取研究区水域空间分布信息，并借助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解析水域景观类型的转化规律。水面率定义为区域水域面积与总面积的比值，是刻画水域空间格局及其动

态变化的重要指标，亦可用于表征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系统的干预程度以及区域生态功能的承载水平[28]。其

计算公式如下： 

 

%100×
A

A
R=

L

W  (1) 

其中，R 为区域水域景观水面率，𝐴𝑊为区域水域景观（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涂、滩地、沼泽地）的

总面积，𝐴𝐿为区域总面积。 

2.3 基于景观指数的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景观格局指数能够定量表征景观结构的组成特征与空间配置关系，是揭示景观格局演变规律的重要分

析工具。本研究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方法，对长江中下游流域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

观格局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9-30]，选取 9 项景观水平指数与 8 项类型水平指

数（表 1），从破碎化程度、空间连通性、斑块聚集度及景观异质性等维度，系统刻画复合水域景观的结

构特征与演变规律。 

2.4 人为与自然耦合驱动机制分析方法 

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演变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共同驱动。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

方法，重点运用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以定量解析水域景观演变的驱动机制[31]。 

（1）因子探测器。用于量化自变量（X）对因变量（Y）空间分异的解释力，通过计算 q 值衡量 X 与

Y 的空间关联性。若 X 的分层特征显著影响 Y 的空间分布，则 q 值越高，表明 X 对 Y 的解释能力越强，反

之则越弱。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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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q 为驱动因子 Y 的解释力，取值区间[0，1]，值越大表明该因子对 Y 的空间分异影响越显著；SWW

与 SST 分别表示层内方差之和与全区总方差；𝜎2与𝜎ℎ
2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 Y 值方差；𝑁ℎ与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样本单元数。 

（2）交互探测器。用于识别不同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判定两因子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

因变量的解释力，或这些因子对其影响是否相互独立。 

（3）驱动因素选取。基于研究区域特征及数据可获得性，结合既有研究成果[32]，选取高程（X1）、

坡度（X2）、多年平均降水（X3）、多年平均温度（X4）、多年平均蒸散量（X5）5 项自然因子，以及 GDP

（X6）、人口密度（X7）2 项社会经济因子，作为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面积变化的驱动因

素。本研究以 1980－2020 年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下 5 类地物（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涂、滩地）

及未利用地中沼泽地的面积变化量作为因变量（Y），以上述 7 项自然与社会经济因子作为自变量（X1-

X7）。其中，社会经济因子（人口密度、GDP）在研究时段内变幅显著，故采用其年际变化率作为自变量；

而自然因子相对稳定，且气象数据均采用多年平均值，因此未进行变化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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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景观格局指数 

Tab.1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景观格局指数（缩写） 计算公式 生态学意义 

斑块数量（NP） NS =1
 景观中所有斑块的总数。 

斑块密度（PD） 
6

2 10×= N/AS  单位面积上总的斑块数。 

最大斑块指数（LPI） %
A

α
S

ij
100×

max
=3

 
某一景观类型中最大斑块所占面积的比重，识别

景观中的主要类型。 

边界密度（ED） AES /=4
 

景观中斑块边缘总长度与总面积之比，衡量景观

边缘复杂度，其值越高，景观边缘的复杂性越大。 

景观形态指数（LSI） 

i

i

e

e
S

min
=5

 斑块形状的复杂性，值越接近 1，斑块形状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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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在景观中的连接程度。 

聚集度（AI）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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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  衡量景观内部同类斑块的集中度，指数越高，同类

斑块的聚集趋势越明显。 

斑块面积百分比

（PLAND） 100

n

1

8 =


=

A

a

S
j

ij

 
评估某景观类型的相对重要性，其值越高，表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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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中各个斑块类型的均匀分布程度，其值越高，

表明分布相对均衡、景观结构更加稳定、生态系统

功能更加健康。 

（4）数据处理。为使不同时空尺度的土地利用数据、地形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等数据在空间上具有

一致性，将所有数据的投影统一更改为 Krasovsky_1940_Albers，所有数据的栅格大小统一为 1km×1km。

将各水域景观变化面积作为因变量，并对各自变量对其分级处理，利用 ArcGIS10.8 软件将自变量采用自

然断点法进行离散化操作（赋值为 1、2、3、4、5 五个等级），以统计 7 个指标与长江中下游流域水域景

观面积变化间的显著性水平与解释力。 

3 结果与分析 

3.1 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面积动态变化 

长江中下游流域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湖泊与沼泽广布（图 2）。1980—2020 年间，河-湖-库-塘复合

水域景观面积总体呈增长态势，水域面积由 35630.15 km2 增至 40357.30 km2，40 年间净增 4727.15 km2。

但不同类型水体面积变化差异显著（表 2）：湖泊、滩涂与沼泽地为萎缩型地类，面积分别减少 665.34 km2、

18 km2 与 334.88 km2。其中滩涂萎缩最为剧烈，减少幅度达 54.74%，其动态变化与围垦、港口建设、养殖

等活动对自然潮间带的占用联系密切。相比之下，水库坑塘、河渠与滩地为扩张型地类，面积分别增长

3984.14、1179.87 与 581.36 km2。其中水库坑塘净增面积对长江中下游流域整体水面率增长贡献最大，构

成区域水面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力，反映出水域系统结构的显著演变。水面率变化过程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

征，并表现出阶段性波动规律（图 4）。整体而言，流域水面率由 1980 年的 4.44%增至 2020 年的 5.03%，

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区域水域面积总体有所增加，水域保护取得一定成效。然而，不同时段变化态势存

在差异：1980—1990 年与 1995—2015 年水面率呈上升态势，其余时段则呈下降态势，反映出复合水域系

统演变的阶段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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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时空分布 

Fig 2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lex water landscape 

 

在子流域尺度上，水域面积变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图 3、表 3）。汉江流域作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水域面积较 1980 年增加 1209.76 km²，增幅达 37.10%，为流域内增幅最大。太湖

流域属高度人工化的平原河网区[33]，水域面积增加 567 km²，水面率由 11.79%升至 13.31%，居各子流域

之首。受三峡工程运行影响，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流域水文情势发生显著改变[34-36]，2003 年后上述

区域水面率变化趋于稳定。其中，鄱阳湖流域水面率由 4.82%升至 4.87%，水域面积净增 70 km²，增幅仅

0.98%，为流域内增幅最小，反映出大型水利工程对下游通江湖泊水域变化的调控效应。 

表 2 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面积变化 

Tab. 2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area of the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lex wat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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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 

类型 

面积/ km2 2020 年较 1980 年 

面积变化/ km2 1980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河渠 8121.16 8075.52 7919.46 8037.46 8101.86 9200.10 9287.49 9301.02 1179.87 

湖泊 12189.13 12704.08 13077.91 12595.02 13687.47 11442.65 12083.18 11523.79 -665.34 

水库坑塘 7777.01 9852.23 9896.54 10363.35 11336.27 12298.62 12375.92 11761.14 3984.14 

滩涂 32.88 38.96 36.64 37.10 31.54 28.91 23.35 14.88 -18.00 

滩地 5349.36 4963.12 4526.95 5300.70 4578.04 5947.60 5269.40 5930.72 581.36 

沼泽地 2160.62 1954.28 1903.30 2017.81 1682.61 1838.61 1817.29 1825.74 -334.88 

 
图 3 长江中下游子流域水域景观占比变化 

Fig 3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landscape in the sub-basins 

 

3.2 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时空转换特征 

1980—2020 年间，长江中下游流域水域景观格局呈现出显著的动态转换特征（表 4）。总体表现为水

域转入面积大于转出面积，反映该流域内部分非水域地类逐步转化为水域地类。在不同水域类型中，转换

方向与强度存在明显差异：湖泊、滩涂与沼泽地总体表现为净转出，而河渠、水库坑塘及滩地则以净转入

为主。该格局揭示出自然水体趋于萎缩与人工水域持续扩张并存的演变态势。1980—2020 年间，长江中下

游流域水域景观格局发生显著演变，景观类型间转化路径共计 92 种（图 5）。其中，耕地转为水库坑塘是

最主要的转化类型，面积达 4321.79 km²。该变化既反映了农业结构转型中农田向养殖水体的功能转变，

也体现了为强化灌溉、供水与防洪能力而实施的水利工程建设。湖泊向滩地的转化，揭示了围湖造田与城

市化等人类活动对湖泊水域的侵占效应。同期，受排水疏干与围垦开发影响，沼泽湿地出现明显退化，并

大面积转为滩地。值得关注的是，河渠与滩地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转化特征，可能源于水利工程调度或季

节性水文波动，反映出河渠系统的不稳定性。与耕地→水库坑塘转化方向相反，水库坑塘向耕地的逆转，

或受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下“退渔还耕”与“退塘还田”等政策驱动，亦可能因部分水体功能退化，导致

土地重新恢复为农业利用。 

各子流域的地类转换路径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鄱阳湖与洞庭湖流域以湖泊向河渠、滩地与沼泽

地的转换为主，并伴随滩地向河渠与水库坑塘的转变，反映出通江湖泊在水利工程调控及围垦活动影响下

出现的沼泽化与旱化过程。太湖流域的地类转换格局具有明显区域差异：太湖周边区域主要表现为坑塘还

湖或复垦为耕地；而石臼湖、南漪湖周边则呈现耕地或滩地向水库坑塘的转换特征。在汉江及长江干流流

域，人类活动依托地形条件实施水利开发，显著改变了水域结构，主要表现为耕地转为水库坑塘，以及滩

地向河渠、湖泊与水库坑塘的转换。总体而言，1980—2020 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水域总面积虽呈净增加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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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其结构演变主要表现为人工水域持续扩张，自然水域趋于萎缩与形态复杂化，整体水域功能亦逐步

由自然调节向人工调控转变。 

表 3 长江中下游子流域景观面积变化 

Tab.3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area of the sub-basins 

年份 类型 
长江中下游

流域 

长江干流流

域 
太湖流域 

鄱阳湖 

流域 

洞庭湖 

流域 
汉江流域 

1980 
水域面积/ km2 35630.15 12941.88 4394.87 7148.47 7739.79 3240.80 

水面率/ % 4.44 4.26 11.79 4.82 3.23 2.21 

1990 
水域面积/ km2 37588.18 13953.33 4531.99 7208.20 7984.49 3764.90 

水面率/ % 4.69 4.59 12.16 4.86 3.33 2.57 

1995 
水域面积/ km2 37360.80 13943.34 4602.12 6806.75 8118.47 3732.94 

水面率/ % 4.66 4.58 12.34 4.59 3.39 2.55 

2000 
水域面积/ km2 38351.44 14228.80 4668.91 7246.15 8225.18 3822.12 

水面率/ % 4.78 4.68 12.52 4.89 3.43 2.61 

2005 
水域面积/ km2 39417.78 14779.68 4821.16 7158.89 8375.50 4125.08 

水面率/ % 4.91 4.86 12.93 4.83 3.50 2.81 

2010 
水域面积/ km2 40756.49 15335.93 5034.86 7176.32 8563.41 4491.53 

水面率/ % 5.08 5.04 13.51 4.84 3.58 3.06 

2015 
水域面积/ km2 40856.64 15357.46 5030.81 7173.48 8592.98 4552.65 

水面率/ % 5.09 5.05 13.49 4.84 3.59 3.10 

2020 
水域面积/ km2 40357.30 14805.13 4962.12 7218.27 8761.71 4450.56 

水面率/ % 5.03 4.87 13.31 4.87 3.66 3.03 

40 年

变化 

水域面积/ km2 4727.15 1863.25 567.25 69.80 1021.92 1209.76 

水面率/ % 0.59 0.61 1.52 0.05 0.43 0.82 

表 4 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类型转换面积(km2)统计 

Tab.4 Statistics on the area of landscape type transformation of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lex water areas (km2) 

时间段 转换方向 河渠 湖泊 水库坑塘 滩涂 滩地 沼泽地 

1980-1990 年 
转入 305.73 1096.17 2297.59 11.75 1066.99 226.48 

转出 351.38 581.22 222.32 5.67 1453.15 432.47 

1990-1995 年 
转入 272.74 893.91 1106.66 2.54 583.62 63.86 

转出 428.53 519.80 1061.40 4.87 1019.20 115.08 

1995-2000 年 
转入 403.61 449.11 1225.37 1.60 1338.53 184.50 

转出 285.90 932.35 759.63 1.14 565.40 69.83 

2000-2005 年 
转入 268.04 1245.02 1538.84 0.49 371.54 66.98 

转出 203.70 152.80 565.97 6.05 1094.24 402.25 

2005-2010 年 
转入 1688.07 789.08 2629.86 0.22 2873.46 527.64 

转出 589.93 3033.91 1667.63 2.93 1503.93 371.65 

2010-2015 年 
转入 210.14 985.93 491.73 1.39 471.29 8.87 

转出 122.51 345.34 414.45 6.95 1149.46 30.02 

2015-2020 年 
转入 1019.04 850.43 2025.17 3.10 1628.42 140.74 

转出 1004.97 1409.88 2641.74 13.55 967.13 132.63 

1980-2020 年 
转入 2360.69 1785.04 5983.68 5.00 3439.11 699.46 

转出 1180.09 2450.42 2001.61 24.93 2857.68 1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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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水面率 

Fig 4 Water surface rate of the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lex water area landscape 

 

图 5 1980—2020 年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类型转换空间分布（1 耕地，2 林地，3 草地，4 城乡、工矿、居民用

地，5 未利用地，6 海洋，7 河渠，8 湖泊，9 水库坑塘，10 滩涂，11 滩地，12 沼泽地）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type transformation of river-lake-reservoir-pond complex wat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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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3.3.1 景观水平上的景观格局演变特征  景观水平指数分析结果揭示了 1980—2020 年研究区水域景观格

局在破碎化、形态及异质性三个维度的演化特征（表 5）。 研究期内，斑块数量（NP）由 553048 个增至

602575 个，斑块密度（PD）同步波动上升，表明区域水域景观破碎化程度持续加剧。最大斑块指数（LPI）

在 1980—2015 年间呈波动下降趋势，于 2020 年骤升至 12.21%，该突变反映出水域斑块优势度格局的结

构性转变，即由相对分散分布向局部高度集聚转变，推测与重大水利工程蓄水或大型水域扩张事件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斑块结合度（COHESION）始终维持在 99.92~99.95 的超高水平，表明流域天然河网与水

利工程的协同作用有效维系了水域景观的整体水文连通性，并未因局部斑块破碎化而显著衰减。从形态复

杂度看，边缘密度（ED）与景观形状指数（LSI）呈波动上升态势，尤以 2015 年后增速加快，反映水域斑

块边界日趋曲折，斑块与基质交互作用增强。这一变化与自然岸线的人工改造（如硬化护坡、河道裁弯取

直）等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然而，聚集度指数（AI）仅从 95.80%小幅降至 95.33%，说明局部斑块的集聚

并未有效提升景观整体的聚集程度，水域空间格局仍呈现总体离散的破碎化特征。从景观异质性看，香农

多样性指数（SHDI）及均匀度指数（SHEI）呈缓慢上升态势。这种变化揭示了一种结构性的权衡，即在

湖泊、沼泽等自然水域萎缩，水库、坑塘等人工水域扩张的背景下，不同类型水域景观面积趋于均衡，导

致景观类型异质性提升。SHEI 指数虽仅微增 0.3%，却展示了自然水域主导地位的弱化，区域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仍面临退化风险。 

表 5 景观水平指数 

Tab.5 Landscape level index 

年份 
景观指数 

NP PD LPI ED LSI COHESION SHDI SHEI AI 

1980 553048 0.69 5.99 27.97 628.31 99.94 1.21 0.49 95.80 

1990 555055 0.70 4.58 28.20 633.70 99.93 1.22 0.51 95.76 

1995 532675 0.67 4.68 28.51 641.66 99.94 1.23 0.51 95.71 

2000 556116 0.70 4.57 28.42 638.54 99.93 1.24 0.52 95.73 

2005 538709 0.67 4.59 29.06 652.68 99.93 1.25 0.52 95.64 

2010 546070 0.68 4.63 29.07 652.62 99.93 1.27 0.51 95.64 

2015 576565 0.72 4.62 28.97 650.59 99.92 1.28 0.53 95.65 

2020 602575 0.75 12.21 31.09 698.18 99.95 1.29 0.52 95.33 

3.3.2 类型水平上的景观格局演变特征  景观类型尺度的格局指数分析表明（图 6），1980—2020 年间长

江中下游流域各水域景观类型呈现显著分异的演变轨迹，反映了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复合扰动效应。水

库坑塘的 NP、PD、ED 与 LSI 指数持续上升，表明其景观形态趋于破碎化与边界复杂化，反映出人工坑

塘开发强度的增加与空间分布的零散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其 COHESION 指数始终维持在 97 以上，AI

指数虽略有波动但整体稳定，表明其在整体破碎化背景下仍呈现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体现了人工水域建设

的系统性与规模化导向。作为区域关键的生态廊道，河渠的 NP、ED 与 LSI 指数呈上升态势，表明其边界

复杂性与形态不规则性加剧。尽管 LPI 指数仍保持相对优势，但该指数的阶段性波动，以及 COHESION

与 AI 指数的小幅度下降，揭示了河渠生态连通性存在不稳定性，可能削弱其作为物质流、能量流与物种

流通道的生态功能。湖泊景观的 NP、PD、ED 与 LSI 指数呈稳中有升态势，表明湖泊边界受围垦与开发

活动影响趋于复杂，破碎化程度有所提升。然而，其 COHESION 指数始终维持在 99.6 以上，AI 指数亦保

持相对稳定，表明湖泊主体水域仍保持较高的空间连通性与聚集度，生态功能虽面临退化风险，但尚未对

整体结构完整性造成显著冲击。滩地景观的 NP 与 PLAND 指数呈波动上升，但 ED 与 LSI 指数呈现阶段

性起伏，表明滩地景观形态处于持续动态调整之中，反映了水沙过程变化与人类干预（如采砂、围垦）的

复合影响。滩涂景观的 LPI 与 AI 指数呈阶段性下降，COHESION 指数波动变化，其余指数均处于较低水

平，表明在沿海高强度开发背景下，滩涂景观呈现面积萎缩、空间连通性与聚集度减弱趋势，生态系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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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风险加剧。沼泽地景观的 COHESION 与 AI 指数虽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残留斑块仍具一定内部连通

性，但其 NP、PD、LPI 等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该类景观分布范围显著缩减、斑块形态趋于简单、

生态功能整体弱化的演变态势。 

 

图 6 景观类型水平指数 

Fig 6 Landscape type level index 

3.4 人为与自然耦合的驱动因子探析 

3.4.1影响因子探测分析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表 6），自然因子对水域景观变化的解释力

普遍高于社会经济因子，表明气候与地形要素构成区域水域格局演变的自然本底。具体而言，多年平均降

水量与蒸散量对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地及沼泽等类型均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从机理上揭示出区域

水热平衡所主导的水文过程是水域系统演变的核心驱动因素。在自然本底基础上，人类活动的影响呈现出

显著的类型分异特征。湖泊与沼泽作为生态敏感水体，其变化还受到人口密度变化率的显著驱动，反映出

围垦、排水等人类干预活动对自然水域系统的直接作用。水库坑塘作为人工水域类型，其空间分布受坡度

因子显著约束，体现了地形条件对人工水体选址与功能布局的调控作用。相比之下，滩地的变化未识别出

显著的单一主导因子，表明其动态演变更多受河口泥沙输移、潮汐动力等局地微观过程控制，难以在流域

尺度由宏观因子完整解释。此外，GDP 变化率对所有水域类型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经济增长并

非直接驱动水域变化，其影响更可能通过具体的土地利用方式与资源配置政策等间接路径实现。 

3.4.2 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分析  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图 7），不同驱动因子组合对水域变化的影

响多呈现非线性增强特征，进一步揭示长江中下游水域系统演变受多因子协同驱动的本质。河渠变化虽以

自然因子为主导，但多年平均蒸散量与 GDP 变化率、多年平均蒸散量与人口密度变化率等交互作用均表

现出增强效应，反映在气候背景条件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所引致的用水需求增加及水利工程建设对河

渠形态与结构的调控作用。湖泊变化受多年平均降水量与蒸散量、以及多年平均降水量与人口密度变化率

交互作用的影响最为显著，揭示天然水文过程与人类用水行为共同驱动湖泊水域动态的复合机制。水库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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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的扩张主要受多年平均降水量与蒸散量等自然因子间协同作用控制，表明其作为人工调控水体仍显著依

赖区域天然水资源禀赋。滩涂变化受人口密度变化率与多年平均蒸散量等社会—自然复合因子影响，反映

在自然蒸发条件下人类开发活动对滩涂资源利用的干预作用。沼泽与滩地的变化则体现出降水过程分别与

温度或人口因子的协同控制，指示气候背景与人类活动在不同生态功能水域中具有差异化的耦合路径。综

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类型水域景观的演变机制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反映了自然环境要素与人类活

动在不同地理背景下形成的复杂耦合关系。 

表 6 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Tabl.6 Driver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驱动 

因素 

河渠 湖泊 水库坑塘 滩涂 滩地 沼泽地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q 值 p 值 

高程 0.008 0.000 0.000 0.588 0.003 0.000 0.088 0.503 0.003 0.000 0.001 0.608 

坡度 0.003 0.000 0.001 0.017 0.004 0.000 0.003 0.781 0.004 0.000 0.000 0.381 

多年平均降水 0.005 0.000 0.053 0.000 0.015 0.000 0.003 0.781 0.060 0.000 0.027 0.000 

多年平均温度 0.001 0.176 0.003 0.000 0.000 0.365 0.006 0.917 0.013 0.000 0.001 0.662 

多年平均蒸散量 0.013 0.000 0.005 0.000 0.003 0.000 0.222 0.439 0.050 0.000 0.014 0.000 

人口密度变化率 0.001 0.028 0.008 0.000 0.001 0.027 0.029 0.854 0.001 0.372 0.007 0.000 

GDP 变化率 0.003 0.000 0.001 0.017 0.001 0.021 0.094 0.640 0.005 0.000 0.006 0.000 

 

图 7 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Fig 7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of driv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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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河-湖-库-塘复合水域系统景观动态演变的驱动机制探讨 

地表水体时空演变是人地关系研究的经典议题。长江中下游地区发育了由河流、湖泊、水库与坑塘构

成的复合水域系统，其景观格局演变受控于自然地理基底与社会经济扰动的双重耦合（图 8）。地貌格局

构成了水域景观空间分异的基础约束[37-38]。以丘陵山地区域为例，水域形态演变受地形条件与人类活动的

协同制约：地形通过调控汇流路径、滞蓄能力及局地微气候，间接塑造了水域系统的稳定性阈值与演变轨

迹。气候要素则主导着水域景观的多时间尺度波动，其中水热条件的动态组合尤为关键[39]。在典型的亚热

带季风气候背景下，降水与蒸散的平衡关系直接决定流域水量收支状态，进而驱动河渠、湖泊、水库坑塘、

滩地及沼泽等不同类型水域面积的协同或分异变化。季风变异固有的年际波动深刻影响水域系统的水文节

律，已有研究表明干旱事件可显著改变鄱阳湖流域的降水-径流响应关系，导致同等降水条件下非干旱期

径流增量更为显著[40]。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围湖造田、排水垦殖及快速城镇化等行为持续压缩天然河流、

湖泊、河漫滩等水域空间，成为水域景观面积萎缩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农业结构转型、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等活动则推动渠道、水库坑塘等人工水域面积增长，这与 Zhai 等[41]的研究结论具有相似性，表明人类

活动并非单向侵占水域资源，而是通过重构水域类型与空间配置，重塑流域水域景观的结构与功能。政策

调控作为人为驱动的关键中介，其作用强度与方向呈现阶段性特征。1980—1990 年，流域水面率快速上

升，可能与改革开放初期农田水利建设、坑塘养殖业快速发展以及“退田还湖”等保护政策相继实施有关
[42-44]。1995—2005 年，流域水面率呈波动上升态势，河渠、湖泊、水库与坑塘等水体面积出现阶段性扩展，

既体现了 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后“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生态修复政策引发的水面恢复效应[45-46]，也反

映了三峡工程等重大水利设施运行带来的水文调控作用；2010—2020 年，流域水面率波动下降则折射出

湿地生态修复成效与城镇化持续推进之间的复杂博弈。 

 

 

图 8 长江中下游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动态演变驱动机制分析 

Fig 8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Human-Natural Coupling System 

此外，长江中下游流域跨域多个行政区划，部分子流域水域景观变化呈现显著分异。如汉江流域作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依托集中水利投入，水域面积增幅达 37.10%，凸显重大工程对水域格局

的塑造作用。太湖流域作为高度人工化的平原河网区，在农业结构转型、防洪体系完善及城镇水域强制配

建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水域面积增幅达 12.89%。值得注意的是，自三峡工程正式运行以来，长江干流、洞

庭湖与鄱阳湖流域水面率变化趋于稳定，表明大型水利工程通过调节河湖水位节律与径流过程，系统调控

区域水文情势，有效削弱气候波动对水域面积的扰动，进而在宏观尺度上部分弥合因行政区划分割与治理

策略差异所引发的局部水域动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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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针对长江中下游流域河-湖-库-塘复合水域系统结构复杂、动态演化且受自然与人为双

重驱动的特征，其水资源管理亟需实现从碎片化管控向系统性治理推进。首先，应以流域为基本治理单元，

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管理边界与生态边界协同，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及各类水体的系统修复与功能联动，构建完整的流域生态系统保护框架。其次，同步构建智慧流域管理体

系，依托高频立体监测、多情景动态模拟与生态阈值预警机制，增强对非线性水文过程的适应性调控能力，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流域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和科学调度。此外，创新生态—经济协同路径，完善跨区

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如碳汇交易、湿地银行），并深化公众参与，将保护

成效转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动能。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将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视为“生命共同体”，基于 1980-2020 年长时序遥感数据，系统揭示

了长江中下游复合水域系统的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视角上，突破传统单一水体类型分析

的局限，从系统论视角揭示不同类型水体间因水文连通性与生态过程耦合所形成的网络化结构特征，丰富

了水域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内涵。演变规律上，开展该区域复合水域系统大尺度综合研究，为理解水域景观

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响应规律提供了长时序实证依据。驱动机制上，定量识别了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

的主控因子及其交互作用，初步揭示了多要素耦合的驱动机制。实践价值上，研究成果可为长江中下游流

域生态修复与国土空间优化提供科学参考。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同时也是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数据源与时间尺度方面，受数据更新进度与

获取权限限制，研究时段仅覆盖至 2020 年，且主要基于公开遥感数据产品，后续应拓展更高分辨率数据

源，开展更长时序、更近时段的动态追踪，以揭示复合水域系统的演变趋势与近期转折。驱动机制分析深

度方面，本文尚未引入社会-生态耦合系统框架与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多要素互馈过程的模拟仍属初步，未

来需构建社会-生态系统耦合模型，深化对非线性驱动机制的系统解析。研究方法方面，地理探测器 q 值

结果依赖自变量空间分层的合理性，本文采用的自然断点法存在一定主观性，后续应探索多方法对比验证

（如随机森林、结构方程模型），提升驱动因子识别结果的稳健性。功能与服务评估方面，本文聚焦于格

局演变分析，尚未系统关联水域系统的生态功能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后续应在格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

揭示“格局-过程-功能-服务”的级联效应，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更全面的科学支撑。 

5 结论 

本文从河-湖-库-塘复合水域景观的系统视角，揭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系统的时空动态规律，并

探究其自然与人为耦合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水域景观总面积呈增长态势，水面率由 4.44%增至 5.03%。其中，河渠、水库坑塘和滩地面积显著

增加，而湖泊、滩涂和沼泽地面积则明显减少；各子流域水面率均呈现不同程度上升。 

2）水域类型转移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河渠、水库坑塘和滩地表现为转入大于转出，而湖泊、滩涂

和沼泽地则转出大于转入；水域类型转换的热点区域集中于汉江、洞庭湖和鄱阳湖等流域，主要转换路径

包括湖泊向滩地转化、滩地向水库坑塘转化以及滩地向河渠转化。 

3）水域景观整体趋于破碎化与复杂化。NP、PD、ED、LSI、COHESION、SHDI、SHEI 等景观指数

呈上升趋势，AI 指数呈下降趋势；不同类型水域的格局演变存在显著分异，水库坑塘呈现破碎化与集聚性

并存的特征，而湖泊与沼泽地的连通性则持续减弱。 

4）水域演变受自然与人为因素协同驱动，自然因素主导作用更为显著。河渠、水库坑塘和滩地主要

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控制，湖泊和沼泽地则受降水量、蒸散量及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滩涂未表现

出显著的主导驱动因素；在交互作用方面，河渠、湖泊和水库坑塘系统中多数影响因素呈现非线性增强关

系，而滩涂、滩地和沼泽地系统的非线性增强效应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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